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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７０年生产率增长：经验事实与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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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新中国７０年的生产率增长一直以来就是全球经济学
者的关注重点。与现有文献多从新中国某些特定发展时期出发对生产率增长进行局部、阶段性研究有
所不同，本文综合运用长时段跨国面板数据和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多种主流测算方法，就新中国７０年生
产率增长的长期趋势与阶段特征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实证分析。跨国分析表明，新中国７０年来，中国经
济的生产率增长从“发散”趋于“收敛”；政府主导型产业结构跃升、重工业优先战略对“人口红利”比较优
势的违背，是造成建国初期３０年生产率增速经历多次震荡、生产率相对位次不断下移的重要原因；改革
开放对市场主体积极性的充分释放，则是促进资源配置优化、实现改革开放４０年间生产率平稳中高速
增长的重要原因。地区比较表明，中国东、中和西部生产率增长存在不同趋势，在新中国７０年的大部分
时段内，东部地区都是中国生产率增长的重要发动机。此外，生产率增速最快地区所呈现的东、西地区
“反复交替”特征，呈现了中国生产率内生增长与技术扩散的经验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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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作为一个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生产率增长一直以来就是全球经济学
者的关注重点。这是因为在长达７０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的生产率增长出现了一系列的戏剧性变化：

中国经济的劳动生产率为什么在建国初期处于较低水平，又为什么在２０世纪５０－７０年代出现了一系
列的生产率增长的剧烈震荡？为什么建国初期３０年，中国经济在相对较高的经济增速前提下并未实现
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的有效提升，甚至相对位次还有所下降？为什么中国经济能够在改革开放之
后的４０年间爆发出强劲的增长动能，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逐渐脱离远低于低收入国家平均值的
“低水平均衡”，成功实现向中高等收入经济体的快速收敛？上述戏剧性变化的背后，留给经济学者的是
永恒的解释魅力。

对于新中国７０年生产率增长的研究，现有文献多集中于改革开放之后的４０年。现有文献多从改
革开放之后的某些时段出发，就不同时段中国生产率增长的某些特征进行实证分析。运用宏观层面数
据，较早文献发现：自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至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是高投资增长模式
（Ｋｒｕｇｍａｎ，１９９４；Ｙｏｕｎｇ，２００３；王小鲁等，２００９）。其中资本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超过９６％，而
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为－１．４％（Ｋｉｍ　ａｎｄ　Ｌａｕ，１９９６）。进一步地，考虑到资本积累在相当程
度上也是技术进步的作用，Ａｌｗｙｎ　Ｙｏｕｎｇ运用１９７８－１９９８年的宏观数据对中国的生产率增长进行了
较为全面的统计分析。研究表明，即使采用最严格的价格指数测算方式，１９７８－１９９８年中国经济的生
产率增长仍然较快，非农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速平均为２．６％，而非农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年
均为１．４％（Ｙｏｕｎｇ，２００３）。从更长时段出发，Ｚｈｅ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研究了１９７８－２００５年间中国全要素
生产率增长的变化情况。研究表明，改革开放前３０年，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存在“前高后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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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象：对于１９７８－１９９５年而言，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能够解释４２％的ＧＤＰ增长；而从１９９５年到２００５
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仅能解释３０％的ＧＤＰ增长。上述研究认为，在改革开放以来一个相当长的历史
时期内，中国经济的生产率增长主要依靠的是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向非农部门的转移，以及劳动力受教
育程度的不断增加。由于中国经济具有较强的投资驱动特征，与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相比，中国的全要素
生产率增速并不具有优势（李小平、朱钟棣，２００５）。

值得注意的是，宏观层面的短时段生产率分析具有较大的局限性。自“两个剑桥之争”年代开始，总
量生产函数的加总逻辑问题一直是宏观经济学争论的焦点之一。近年来，经济学家们对于如何由微观
加总宏观取得了较为一致的新认识，Ｓｃｈｒｅｙｅｒ（２００１）、Ｆｅｌｉｐｅ　ａｎｄ　Ａｄａｍｓ（２００５）、Ｚａｍｂｅｌｌｉ（２０１７）等人认
为：企业与行业微观视角的加总在逻辑上显著优于区域视角，这是因为：生产技术结构在不同企业、不同
行业存在差异，简单地进行区域加总将导致所构造的生产函数扭曲生产技术结构，无法准确反映技术变
化；并且区域加总的宏观生产函数测算往往将单个厂商视作原子化的个体，忽略了厂商根据所在区域要
素密集度而进行的生产行为调整，从而忽视了间接技术变化的作用①。为此，较近的文献多运用企业、
行业层面的微观数据，就不同代表性时段中国生产率增长的变化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在此方面，

Ｂｒａｎｄｔ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运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就１９９８－２００７年间中国生产率的变化情况进行了实证研
究。研究发现，２００１年中国加入 ＷＴＯ对于生产率增长具有重要的促进效应。在上述研究时段内，对
于总量生产函数而言，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速平均为２．８５％；对于增加值生产函数而言，中
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速高达７．９６％。进一步分析表明，技术学习效应、竞争效应都是中国经
济加入 ＷＴＯ前后生产率增速出现提高的重要原因（Ｂｒａｎｄｔ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ａ；Ｋｈａｎｄｅｌｗａｌ，Ｓｃｈｏｔｔ　ａｎｄ
Ｗｅｉ，２０１３）。相似地，运用１９９８－２０１３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Ｂｒａｎｄｔ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ｂ）对中国生产率增
长的时序变化作出了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自２００８年以后，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趋于下降，

２００８－２０１３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甚至为－０．４％～－０．５％。他们认为，“国家冠军”（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ｍ－
ｐｉｏｎ）的产业政策造成了２００８年以后资源配置的扭曲，以及中国政府应对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的反周期投
资策略，则造成了较为严重的资源错配、产能过剩，这就导致“僵尸企业”问题日益突出、全要素生产率增
速下降。采用前沿面法、近似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生产函数法等更新的测算方法，部分较近的国内文
献则对不同时段中国微观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论并不一致。部分文献发现，中
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自２００５年之后处于增速逐年下降的发展阶段，而财政刺激边际效应递减、经济
增长过度依赖房地产、批发零售业等规模报酬递减行业，以及资源错配所形成的“资本低效率陷阱”，则
是造成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重要原因（冯贞柏，２０１９；李小平、李小克，２０１８）。与之相对，部分文献则表
明，中国经济增长正在从要素驱动模式转型资本驱动模式，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对于经济增长的
贡献度日益明显；并且，由于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政策对于资源错配的校正作用，进入２１世纪以来，中国
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均保持相对平稳（王一鸣，２０１７；王家庭等，２０１９；文东伟，２０１９）。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上述文献从微观角度对中国经济的生产率变化问题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实证研
究，但是由于研究数据多为部分年份的规模以上企业②，研究结论受到样本选择影响，难以反映中国经
济全貌；并且，由于研究时段选取的细微差异，大部分文献多只能反映中国经济生产率增长在某些特定
阶段的典型特征，很难反映改革开放４０年尤其是新中国７０年生产率变化的全貌。此外，由于研究方法
选取的差异，上述文献的具体结论往往并不能进行直接比较，甚至部分研究对同一时段、同一样本来源
的生产率测算还存在较大差异。

总体而言，除部分文献如Ｂｒａｎｄｔ　ａｎｄ　Ｚｈｕ（２０１０）、Ｚｉｌｉｂｏｔｔｉ（２０１７），试图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
生产率增长作出较为完整的长时段梳理外，现有大部分国内外文献多从某个研究时段出发，对中国生产
率增长在某些时期的阶段性特征进行研究分析。这就导致，对于新中国成立近７０年的今天来说，学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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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部分实证文献发现，采用总量生产函数进行宏观生产率测算，其得到的生产率具体计算数值往往会低估，甚至得到与实际情况
相差较大的情况（Ｇｒｏｔｈ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Ｂａｓｕ，２０１０；Ｏ’Ｍａｈｏｎｙ　ａｎｄ　Ｔｉｍｍｅｒ，２００９）。

例如，大部分研究所用数据为１９９８－２００７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对于下列重大问题并未厘清：中国经济的生产率究竟具有怎样的长时段变化？是否存在结构性变迁和
地区差异？导致结构性、区域性差异的原因又是什么？为此，本文拟以新中国７０年生产率增长为题，运
用长时段跨国面板数据和省级面板数据，就中国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长期趋势进行完整的
实证分析，并对导致不同阶段生产率变动的经济原因进行讨论。在此基础上，本文还将通过跨国分析、

地区比较等方法，试图揭示新中国７０年生产率增长从“发散”到“收敛”、从“均值偏离”到“均值回归”、从
“大起大落”到平衡增长、从资源错配到高质量发展的整体演进历程，从而为学界破解新中国７０年生产
率增长的“黑箱”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全文剩余篇章结构安排如下。第二节是计量方法，我们将对本文生产率分析所用到的数据来源、具
体指标以及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及其二者增速的测算方法进行介绍；第三节是中国生产率增长的
跨国比较，我们将详细统计不同时段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增速的具体数值，通过详实的数据
比较，解释７０年间中国生产率增长从“发散”到“收敛”的发展进程。第四节是东、中和西部地区生产率
增长的长时段比较，采用与跨国分析相同的技术思路，我们将对中国生产率增长的地区差异、各地区相
对技术前沿的位次变化、各地区生产率增速的长期差异进行实证分析。最后，在结论部分，我们将对新
中国７０年生产率增长所呈现的经验事实予以讨论。

二、计量方法

为了对新中国７０年生产率的增长情况进行细致地定量分析，本文综合运用跨国面板和省级面板，

分别选择人均ＧＤＰ、生产函数固定效应模型测算的索罗余值（Ｓｏｌｏｗ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作为劳动生产率、全要素
生产率的代理指标，以此考察中国经济投入－产出效率的时序变化。值得注意的是，考虑到建国初期国
民经济重建、朝鲜战争（１９５０－１９５３）爆发等外生冲击因素的影响①，我们选择１９５２年作为研究时段的
分析起点。考虑到２０１８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数据的缺失，本文选择２０１７年作为研究时段的下限。

（一）劳动生产率的指标选择
对于跨国面板、省级面板数据而言，本文选择人均 ＧＤＰ作为劳动生产率的代理指标（范剑勇，

２００６）。考虑到数据可比性以及剔除价格波动对统计指标可比性的影响，对于跨国面板数据而言，我们
根据人均ＧＤＰ的同比增速将其调整为以２０１７年不变价格美元计价的实际值（美元／人）。根据上述方
法，纳入全文生产率跨国面板分析的共有２３３个国家和地区。根据世界银行的国家和地区分类标准②，

我们将全部样本划分为低收入国家、中低等收入国家、中高等收入国家和世界平均共４组。同时，考虑
到中国所在地区的独特性，我们也统计了东亚其他发展中经济体③人均ＧＤＰ的时序变化情况。值得注
意的是，由于世界银行跨国数据的期初设置问题，劳动生产率国际比较的计算起点为１９６０年。对于省
级面板数据而言，我们根据省级行政单位（省、直辖市、自治区）人均 ＧＤＰ的同比增速将其调整为以

２０１７年不变价格人民币计价的实际值（元／人）。根据上述方法，纳入本文生产率省级面板分析的共有

３１个省级区域。根据中国的地区分类标准④，我们将全部样本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３组。基于
《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可获性问题，劳动生产率地区比较的计算起点为

１９５２年。
（二）全要素生产率的指标选择
根据现有文献的通行做法（Ｂｒａｎｄｔ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Ｃｈｅｎｇ，Ｌｉ　ａｎｄ　Ｌｉ，２０１８），我们采用Ｃ－Ｄ生产函数的

余值作为全要素生产率的代理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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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原则，脆弱和受冲突影响等情况下的经济体不纳入投入－产出效率计算。
按照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以２０１７年不变价格美元计价，人均ＧＤＰ低于９９５美元的为低收入国家；在９９６～３，８９５美元之间的

为中低等收入国家；在３，８９６～１２，０５５美元之间的为中高等收入国家；大于１２，０５５美元的为高收入国家。
所谓东亚其他发展中经济体，是指剔除高收入国家与中国之外的其他发展中国家，主要包括东盟１０国、蒙古、朝鲜等国家。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分类标准，将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等１１个省市划分为东部地区；

将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等８省划分为中部地区；将四川、重庆、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
疆、广西和内蒙古等１２个省市区划分为西部地区。



ｌｎｑｉｔ ＝βｏ＋βｋｌｎｋｉｔ＋βｌｌｎｌｉｔ＋γｉ＋εｉｔ （１）

　　其中，方程（１）中的被解释变量为增加值的对数值（ｑｉｔ），方程右侧的解释变量则为资本存量（ｋｉｔ）、

劳动力数量（ｌｉｔ）的对数值。一方面，对于跨国面板、省级面板而言，我们采用ＧＤＰ总量作为代理指标，

上述变量分别按２０１７年不变价格美元、２０１７年不变价格人民币调整为实际值。另一方面，遵循实证分
析的一般性方法（张军，２００４；靖学青，２０１３；倪泽强、汪本强，２０１６；王海兵，２０１７），我们采用永续盘存法，

将跨国面板、省级面板中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数据①按折旧率９．６％累计折算为资本存量。进一步
地，考虑到不同维度面板数据的指标可获性问题，我们分别采用劳动适龄人口（１５－６４岁人口数量）、年
末总人口作为跨国面板、省级面板之中劳动力数量的代理变量。此外，为充分剔除横截性观测单元不随
时间变化的异质性影响，计量方程（１）式中引入了固定效应的控制变量组（γｉ）。基于上述方程，残差项

εｉ代表第ｉ个横截性观测单元在第ｔ期的全要素生产率（ＴＦＰ）。
（三）生产率增长率的测算方法
为比较不同横截性单元的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增长情况，我们需要采用稳

健、科学的测算方法计算不同代理指标的增长率。一方面，对于劳动生产率而言，我们采用对数值的一
阶差分项作为劳动生产率增长率（ＬＰ＿ｇｒｏｗｔｈ）的代理变量，如公式（２）所示。另一方面，对于全要素生
产率而言，参照现有文献的通行做法（Ｂｒａｎｄｔ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我们采取剔除掉资本存量增长、劳动力人数
增长之后的增加值增长率剩余，作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ＴＦＰＧ）的代理变量，如公式（３）所示。

ｌｐ＿ｇｒｏｗｔｈｉｔ ＝ｌｎｙｉｔ－ｌｎｙｉ，ｔ－１ （２）

ＴＦＰＧ＝ （ｌｎｑｉｔ－ｌｎｑｉ，ｔ－１）－αｌ（ｌｎｌｉｔ－ｌｎｌｉ，ｔ－１）－（１－αｌ）（ｌｎｋｉｔ－ｌｎｋｉ，ｔ－１） （３）

　　其中，ｌｐ＿ｇｒｏｗｔｈｉｔ表示第ｉ个横截性单元在第ｔ期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ｌｎｙｉｔ 、ｌｎｙｉ，ｔ－１分别表示人
均ＧＤＰ当期、滞后一期的对数值。ＴＦＰＧｉｔ表示第ｉ个横截性单元在第ｔ期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αｌ、

１－αｌ分别表示劳动、资本的收入占比。根据现有文献的实证研究，宏观经济的长期运行呈现出“卡尔多
事实”（Ｋａｌｄｏｒ　Ｆａｃｔｓ）的典型特征：劳动收入占比在长期处于稳定状态（Ｋｏｎｇｓａｍｕｔ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１；罗长
远，２００８）。现有文献的跨国分析发现，在考虑了自我雇佣收入之后，劳动收入占比并不存在显著的跨国
差异，多数国家这一值稳定在６５％的水平（Ｂｅｒｎａｎｋｅ，２００１；Ｇｏｌｌｉｎ，２００２；Ｙｏｕｎｇ，２００６；Ｖａｌｅｎｔｉｎｙｉ　ａｎｄ
Ｈｅｒｒｅｎｄｏｒｆ，２００７）。因此，我们将劳动收入占比、资本收入占比的数值分别设定为０．６５和０．３５，并运用
式（３）求解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

三、从“发散”到“收敛”：中国生产率增长的跨国变化

运用《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和世界银行数据库，本部分构建了涵盖２３３个
国家和地区的跨国面板数据，并就新中国７０年生产率增长的跨国变化进行了长时段的统计分析。跨国
分析表明，新中国７０年以来，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中国生产率增长经历了从“发散”到“收敛”的变化过程。

（一）从“低收入国家”到“中高等收入国家”：中国生产率增长的长期追赶
表１给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的长时段变化情况，并选择与中国相似

发展阶段的经济体（东亚其他发展中国家、印度）、经济发展的追赶目标（中高等收入国家）和技术前沿国
家（美国）作为对照组，就新中国成立以来生产率增长的演化状况进行了统计分析。从中，我们主要有如
下五个方面的重要发现：

第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到“一五”计划（１９５２－１９５７年），中国经济的生产率指标呈现出“震荡型增
长”的发展趋势。一方面，统计分析表明：与世界其他经济体相比，期初条件下中国经济的生产率水平较
低，１９５２－１９６０年间以人均ＧＤＰ衡量的劳动生产率为１８２美元，这一指标仅是东亚其他发展中经济体
的５４．３％（３３５美元），也仅为和中国具有相同生产要素条件的发展中大国———印度（３３０美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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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数据可获性问题，对于除中国以外的其他经济体，我们采用世界银行披露的资本形成数据作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代理
变量。



５５．２％（３３０美元）。与中高等收入国家（１，３４４美元）、作为技术前沿国家的美国（１９，７１２美元）相比，中
国经济期初的劳动生产率仅为０．９％－１３．５％。对于全要素生产率指标而言，中国经济以索罗余值计
算的ＴＦＰ水平值在１９６０年仅为－２．９２，仅略高于同期东亚其他发展中经济体（－３．０８），与印度（－
２．１４）、中高等收入国家（－１．６６）和技术前沿国家（０．６６）均存在不小差距。上述数据表明，在经历多年
战乱冲突之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济处于“一穷二白”的困难境地。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经济生产率
的较低水平，与当时产业结构不平衡有较大关系。在１９４９年中国的国民收入总额中，只有１２．６％来自
工业，６８．４％来自农业；到１９５２年，在第一产业中就业的人员占中国总经济活动人口的比例高达

８３．５％，在第二产业中就业的人员所占比重仅有７．４％。并且，除原煤、纺织等工业还稍有基础外，新中
国成立之初，几乎在工业生产的各个领域都乏善可陈。由于高生产率工业经济的相对薄弱，造成中国经
济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生产率水平较为低下。对此，毛泽东同志曾发出这样的感叹：“现在我们能造什么？
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壶茶碗，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
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①”

另一方面，为实现快速赶超的发展目标，中国经济采取了一条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战略。在“一五
计划”（１９５２－１９５７年）时期，党和国家正式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指出“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
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
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②。在上述总路线指导下，重工业的发展被摆在了突出而重要
的位置上。这一时期，中国的工业生产能力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不仅表现在许多工业品产量的大
幅增加，技术水平的明显提高，还表现在工业内部结构的跳跃式调整。１９５２－１９５７年，重工业产值增长

２．１倍，轻工业产值增长８３．３％，两者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高达２５．４％和１２．９％。重工业在全部工业
中的比重由１９５２年的３７．３％上升至１９５７年的４５％，而同期轻工业的比重由６２．７％下降到５５％。随
着工业化的快速推进，中国的产业结构发生了明显转变。第二产业占ＧＤＰ的比重由１９５２年的２０．９％
上升至１９５７年的２９．６％，其中工业产值占ＧＤＰ的比重由１９５２年的１７．６％上升至１９５７年的２５．３％；
第一产业占ＧＤＰ的比重则从１９５２年的５１％下降为１９５７年的４０．６％。这一时期，政府的强力干预造
成产业结构的跳跃式变迁，进而对中国经济生产率增长产生了重要影响。数据表明，高速投资驱动劳动
生产率快速增长。这一时期，人均ＧＤＰ从１９５２年的１３２美元增长到１９５７年的１８４美元，年均增速

６．８％，较同期世界人均ＧＤＰ平均增速（４．８％）高出２个百分点；资本存量则从１９５２年的９７亿美元增长
至１９５７年的６０４亿美元，年均增速４４．２％，资本增长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度高达６５０％。进一步分析
表明，由于这一时期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主要依托于高投资驱动，政府强力干预造成的产业结构跳跃式变
迁，致使资源配置效率有所下降，１９５２－１９５７年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ＴＦＰＧ）平均为－１０．８％。资源配
置效率不高，还体现在这一时期劳动生产率虽然整体较快增长，但是增速并不稳定，既有１９５３年（１３．１％）、

１９５６年（１２．７％）这样的增长高峰，也有１９５４年（１．８％）、１９５７年（２．４％）这样的低速增长。
第二，“大跃进”期间与三年困难时期（１９５８－１９６１年），中国生产率增长呈现出剧烈的“大起大落”。

这一时期，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③”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指引下，我国开
始实行以“赶英超美”为目标、以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高速度为方针、以重工业的超常规发展为任务的
“大跃进”运动。在上述急于求成的工作方针下，客观经济规律被违背，尽管取得了一些建设成就，但造
成了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巨大浪费，导致了国民经济的严重比例失调和严重困难。一方面，１９５８－１９６０
年，基本建设投资逐年加大，以当年价格衡量的投资总额共计８８６．２亿元，比“一五”时期的总和５０６．４
亿元还多７５％。三年间的积累率分别高达３３．９％、４３．９％和３９．６％，超过了当时的国力。这一时期，产
业结构呈现剧烈变动，第一产业占ＧＤＰ的比重由１９５７年的４０．６％下降到１９６０年的２３．６％，第二产业
则由２９．６％猛增到４４．５％。１９５８－１９６０年间，着重发展钢铁及相关的煤炭、电力、机械等部门，轻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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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毛泽东文集》第６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３２９页。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７００－７０１页。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１１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３０３－３０４页。



受到挤压，轻重工业产值比例由“一五”时期的３：２变为１：２。产业结构失衡，不仅造成工业部门比例失
调，还造成农业由于缺乏生产积极性和要素投入而造成生产率的大幅下降。截止１９６０年，粮、棉等主要
农产品产量下降到１９５１年的水平，油料产量甚至比１９４９年还低。与１９５７年相比，棉纱、布、食糖等主
要轻工业品的产量则下降了２８％－６０％。

在“大跃进”赶超战略的引导下，１９５８－１９６１年中国经济的生产率波动达到了历史峰值。具体而
言，对于以人均ＧＤＰ衡量的劳动生产率而言，从１９５７年的１８４美元下降到１９６１年的１７０美元，年均降
幅为２％。进一步地，这一时期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速呈现剧烈波动，１９５８年的人均ＧＤＰ年均增速为

１８．３％，达到新中国成立７０年以来的历史峰值；与此同时，１９６０－１９６２年的年均降幅分别为０．５％、

２６．５％和６．４％，下降周期和降幅均为建国７０年以来所仅见。另一方面，１９５７－１９６２年全要素生产率
增长率（ＴＦＰＧ）平均为－９．８％，除１９５８年有微弱增长之外（０．９％），其他年份的年均降幅均在４％以
上，１９６１年全要素生产率的降幅更达到新中国成立７０年以来的历史极值（－３６．６％）。

第三，国民经济的调整与恢复时期（１９６２－１９６５年），中国经济的生产率增长逐渐探底回升。这一
时期，在“调整、稳定、充实、提高”的发展方针下，党和国家主管经济的领导人已经意识到了客观经济规
律在经济建设之中的重要性。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提出“全国必须集中力量加强农业战线，贯彻执行
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并指出要“适当缩小基本建设的规模，调整发展速度，在已
有的胜利的基础上，争取巩固、充实和提高的方针”。这就表明，党和国家已认识到前期尤其是“大跃进”

所造成的产业结构的跳跃式变迁，由于缺乏技术、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及时调整，对资源配置效率
所造成的制约效应。这一时期，国家相继出台压缩基本建设规模、降低工业生产计划指标、改善工业生
产内部结构、精简职工、压缩城镇人口、大力发展农业等积极举措，国民经济的结构失衡问题得到了较为
充分的调整。首先，工农业结构得到改善。１９６０年，工业与农业的产值比是４：１，到１９６５年这个比例下
降到２：１，基本接近当时我国工农业发展的客观要求。其次，农业内部结构也有较大改善。１９６５年，粮
食总产量达３，８９０亿斤，比１９６０年的２，８７０亿斤增产了近１，０００亿斤，基本同１９５７年的３，９００亿斤相
等。粮食净征购达６７２亿斤，已达到１９５７年的水平，比１９５２年增加了１５８亿斤。再次，工业内部结构
趋向合理。轻重工业产值的比例由１９６０年的３３：６７调整到１９６５年的５１：４９，大体上各占一半。化肥、

农药和农机等支农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例，由１９５７年的０．６％上升到１９６５年的２．９％，重工
业内部的采掘与加工工业之间的比例也回到１９５７年的水平，使由“大跃进”造成的采掘与加工工业比例
严重失调问题得到纠正①。

在正确发展方针的指引下，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的资源配置效率得到了较快的提升。一方面，对于以人
均ＧＤＰ衡量的劳动生产率而言，其从１９６１年的１７０美元增长至１９６５年的２２６美元，年均增速为７．４％；另
一方面，对于全要素生产率而言，ＴＦＰＧ自１９６１年达到－３６．６％的历史低谷后，除１９６２年仍为负增长（－
６．９％）之外，１９６３－１９６６年连续４年均保持正增长，持续时长、平均增幅（８．１％）均为新中国前３０年所仅
见。这表明，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以及试行“包产到户”“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等一系列物质激励和精
神激励措施，劳动力的资源配置效率得到有效提高，促进劳动生产率与全要素生产率有效增长。

第四，“文化大革命”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１９６６－１９７８年），中国经济的生产率处于震荡型增长阶
段，政治运动对生产率增长的冲击十分明显。一方面，在文革初期“以阶级斗争为纲”、对所谓“反党集
团”的错误批判下，一大批具有丰富经济管理工作经验的领导人被打倒，经济建设陷于停滞。以人均

ＧＤＰ衡量的劳动生产率从１９６６年的２４３美元下降为１９６８年的２０８美元，年均降幅为７．５％，而全要素
生产率除在１９６６年有４．２％的增长外，１９６７年、１９６８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分别下降８．６％和７．６％，资源
配置效率趋于下降。另一方面，党的九大召开后，国家政治局势稍趋稳定，生产率增长开始缓慢复苏。

然而，由于“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和第一代领导集体辞世等诸多政治事件的影响，生产率增长不
断大起大落。人均ＧＤＰ增速既有１９６９年（１３．８％）、１９７０年（１６．１％）和１９７８年（１０．２％）这样由于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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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体制调整所引致的恢复性增长，也有１９７４年（０．２％）、１９７６年（－３．１％）由于政治事件所引发的停滞
与倒退。对于全要素生产率而言，ＴＦＰＧ在１９６９－１９７８年的平均值为４％，这一增速总体快于中高等收
入国家同期０．８％～１．５％的平均水平。但是，这一时期ＴＦＰＧ存在较大波动，在多种政治事件的冲击
下，１９７２年（－１．８％）、１９７４年（－２％）和１９７６年（－３．５％）仍然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下降。总体而言，

１９６６－１９７８年的１２年间，中国经济的生产率增长仍然没有彻底摆脱政府干预型的产业结构跳跃式变
迁所造成的资源配置效率不高的问题。截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问题进一步
严重：积累与消费比例关系进一步失调，１９７８年的人均居住面积低于新中国成立初期水平，人均粮食占
有量仅略高于１９５７年；轻重比例失调严重，重工业占工业总产值比重高达５７％，消费品与购买力的差
额高达１００多亿元；经营管理混乱，全国重点企业主要工业产品的３０项主要质量指标中，有１３项低于
历史最好水平，３８项消耗指标中有２１项没有恢复到历史最好水平①。

第五，改革开放以来（１９７９—２０１９年），“改革红利”对于生产率增长的促进作用十分明显。一方面，
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与人民公社制度的终结，农民生产积极性得到充分释放，农业生产率提
高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部门的有效转移奠定了历史基础。与此同时，城市经济部门开展的“社会主
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改革，使得企业自主权逐渐扩大，市场主体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了初步调动。这一
时期，中国生产率增长得到充分释放，以人均ＧＤＰ衡量的劳动生产率从１９７６－１９８０年的３６７美元提高
到１９８５－１９９０年的８０８美元，其从不到印度的８８％增长至印度的１．５倍，这表明：“改革红利”有效释放
了中国的“人口红利”，资源配置效率开始趋于优化。但是，从全要素生产率角度来看，由于这一时期中
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并未真正确立，在有限的商品经济改革下，资源配置效率虽与其他经济体的差距有所
缩小，但仍然偏低。具体而言，１９７６－１９８０年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值为－２．８９，其较同期印度（－２．３８）偏
低０．５１；而到１９８６－１９９０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值为－２．５１，其较同期印度（－２．３３）的差距从

０．５１缩小到０．１８。
另一方面，１９９２年南方谈话之后，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目标，在２０

世纪９０年代国有企业改革、“减员增效”“抓大放小”以及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等改革后，资源配置效
率优化的趋势得到加快。１９９２－２０００年，人均ＧＤＰ从期初的１，０７１美元增长到２０００年的２，１３４美元，
年均增速９．０％；跨国比较方面，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已于１９９２年达到中低等收入国家水平，并于２０００年
超过东亚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的平均水平（２，１１５美元）。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而言，这一时期中国
的ＴＦＰＧ平均为５．６％，全要素生产率的水平值从１９８６－１９９０年的－２．５１提高到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年的－
１．９９，已超过同期印度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２．２１）。此外，自２００１年中国加入 ＷＴＯ之后，经济发展
的外部环境获得较大程度改善，在进出口成本下降、ＦＤＩ进入壁垒大量消除的背景下，中国资源配置效
率得到了进一步优化。２００１－２０１２年，中国的人均ＧＤＰ从２００１年的２，２９５美元增长到２０１２年的６，

４２７美元，年均增速高达９．８％；跨国比较方面，中国的人均ＧＤＰ在２００７年超过４，０００美元，从中低等
收入国家（９９６－３，８９５美元）正式跃进中高等收入国家（３，８９６－１２，０５５美元），全要素生产率与中高等
收入国家的差距则从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年的０．５３（１．９９－１．４６）缩小到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的０．２６（１．５２－１．２６）。

２０１３年以来，随着中国经济逐渐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等政策指引下，中国的创新动能得到充分加强，生产效率进一步提升。这一时期，人均ＧＤＰ从２０１２
年的６，４２７美元增长到２０１７年的８，８２７美元，年均增长６．６％；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则平均为４．９％。跨
国比较方面，截至２０１７年，中国经济的劳动生产率（８，８２７美元／人）已超过中高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８，６１０美元／人），全要素生产率（－１．０６）已与中高等收入国家（－１．０２）较为接近。

综上，通过对中国经济生产率增长的长期时序统计与跨国比较，我们发现：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生
产率增长基本上经历一个从“低收入国家”向“中高等收入国家”的快速赶超过程，制度适宜性、政治稳定
性对生产率的赶超式增长产生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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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中国经济的劳动生产率与全要素生产率（１９５２－２０１７年）

中国 东亚其他国家 中高等收入国家 印度 美国

Ｍｅａｎ
（ｓ．ｄ．） Ｏｂｓ． Ｍｅａｎ

（ｓ．ｄ．） Ｏｂｓ． Ｍｅａｎ
（ｓ．ｄ．） Ｏｂｓ． Ｍｅａｎ

（ｓ．ｄ．） Ｏｂｓ． Ｍｅａｎ
（ｓ．ｄ．） Ｏｂｓ．

１．１９５２－１９６０年

人均ＧＤＰ １８２
（３７．２） ９　 ３３５　 １　 １，３４４　 １　 ３３０　 １　 １９，７１２　 １

全要素生产率 －２．９２　 １ －３．０８　 １ －１．６６　 １ －２．１４　 １　 ０．６６　 １
２．１９６１－１９６５年

人均ＧＤＰ １８５
（２７．０） ５ ３１３

（２２．７） ５ １，４６８
（９６．７） ５ ３４９

（１３．７） ５ ２１，５０３
（１３７０．４） ５

全要素生产率 －３．１１
（０．１３） ５ －３．１４

（０．０８） ５ －１．７０
（０．０６） ５ －２．３１

（０．０３） ５ ０．５０
（０．０３） ５

３．１９６６－１９７０年

人均ＧＤＰ ２３７
（２５．０） ５ ３７２

（２６．６） ５ １，７９２
（１３０．２） ５ ３７２

（１９．４） ５ ２５，６１７
（７９２．０） ５

全要素生产率 －３．００
（０．０６） ５ －３．１０

（０．０３） ５ －１．６３
（０．０３） ５ －２．３０

（０．０５） ５ ０．５８
（０．０２） ５

４．１９７１－１９７５年

人均ＧＤＰ ３０３
（１６．１） ５ ４６４

（２７．０） ５ ２，２９５
（１７２．４） ５ ３９０

（１０．５） ５ ２８，１３０
（９２６．７） ５

全要素生产率 －２．９３
（０．０２） ５ －３．０７

（０．０３） ５ －１．５５
（０．０３） ５ －２．３４

（０．０３） ５ ０．６１
（０．０１） ５

５．１９７６－１９８０年

人均ＧＤＰ ３６７
（４１．４） ５ ５７５

（５５．１） ５ ２，７３０
（８４．８） ５ ４１９

（１４．１） ５ ３１，４３８
（１２８０．６） ５

全要素生产率 －２．８９
（０．０５） ５ －２．９９

（０．０３） ５ －１．５１
（０．０１） ５ －２．３８

（０．０５） ５ ０．６３
（０．０１） ５

６．１９８１－１９８５年

人均ＧＤＰ ５２８
（８６．５） ５ ７５０

（６８．９） ５ ２，９１１
（８２．５） ５ ４６０

（１９．６） ５ ３３，８１６
（１８２５．０） ５

全要素生产率 －２．７１
（０．０８） ５ －２．９４

（０．０２） ５ －１．５１
（０．０１） ５ －２．３５

（０．０２） ５ ０．６５
（０．０３） ５

７．１９８６－１９９０年

人均ＧＤＰ ８０８
（７５．９） ５ １，００１

（８６．８） ５ ３，２３５
（７６．５） ５ ５３７

（３６．３） ５ ３９，２０７
（１５１６．０） ５

全要素生产率 －２．５１
（０．０６） ５ －２．９１

（０．０４） ５ －１．５１
（０．０１） ５ －２．３３

（０．０１） ５ ０．７５
（０．０４） ５

８．１９９１－１９９５年

人均ＧＤＰ １，２１０
（２１１．２） ５ １，４０４

（１９２．７） ５ ３，３０９
（６０．０） ５ ６１９

（３８．８） ５ ４１，８３４
（１２９９．９） ５

全要素生产率 －２．２７
（０．０９） ５ －２．７９

（０．０４） ５ －１．５４
（０．０２） ５ －２．２９

（０．０３） ５ ０．８２
（０．０２） ５

９．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年

人均ＧＤＰ １，８６４
（２０４．９） ５ １，９３１

（１２６．８） ５ ３，７１８
（１６６．８） ５ ７６７

（５０．３） ５ ４７，５６９
（２４０７．３） ５

全要素生产率 －１．９９
（０．０８） ５ －２．６９

（０．０４） ５ －１．４６
（０．０３） ５ －２．２１

（０．０２） ５ ０．８７
（０．０２） ５

１０．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

人均ＧＤＰ ２，７５６
（３９６．４） ５ ２，６０４

（３１４．９） ５ ４，４８５
（３８２．１） ５ ９３２

（７８．１） ５ ５２，３７３
（１７３４．６） ５

全要素生产率 －１．７９
（０．０６） ５ －２．６２

（０．０２） ５ －１．３９
（０．０３） ５ －２．１５

（０．０１） ５ ０．９１
（０．０２） ５

·２６·

新中国７０年生产率增长：经验事实与实证分析



　　 表１－续　中国经济的劳动生产率与全要素生产率（１９５２－２０１７年）
中国 东亚其他国家 中高等收入国家 印度 美国

Ｍｅａｎ
（ｓ．ｄ．） Ｏｂｓ． Ｍｅａｎ

（ｓ．ｄ．） Ｏｂｓ． Ｍｅａｎ
（ｓ．ｄ．） Ｏｂｓ． Ｍｅａｎ

（ｓ．ｄ．） Ｏｂｓ． Ｍｅａｎ
（ｓ．ｄ．） Ｏｂｓ．

１１．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

人均ＧＤＰ ４，５９２
（６９３．４） ５ ３，９９２

（５０７．９） ５ ６，０１８
（４４８．５） ５ １，２１９

（９５．８） ５ ５５，０２７
（１０８５．５） ５

全要素生产率 －１．５２
（０．０８） ５ －２．５０

（０．０４） ５ －１．２６
（０．０３） ５ －２．１０

（０．０４） ５ ０．９４
（０．０２） ５

１２．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

人均ＧＤＰ ６，８９７
（７２７．９） ５ ５，６９４

（５４０．７） ５ ７，５２８
（４２９．６） ５ １，５６０

（１３４．７） ５ ５６，５４８
（１４１１．７） ５

全要素生产率 －１．２７
（０．０８） ５ －２．３６

（０．０５） ５ －１．１４
（０．０４） ５ －１．９５

（０．０７） ５ ０．９７
（０．０１） ５

１３．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

人均ＧＤＰ ８，５６５
（３７０．１） ２ ６，９３１

（２７６．８） ２ ８，４４５
（２３３．５） ５ １，９２４

（７８．８） ２ ５９，４６６
（６５２．７） ２

全要素生产率 －１．０９
（０．０４） ２ －２．２５

（０．０２） ２ －１．０３
（０．０２） ２ －１．７８

（０．０３） ２ １．００
（０．０１） ２

　　注：人均ＧＤＰ根据《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世界银行数据库进行整理，并调整为２０１７年不变价格美元计价。

（二）从“均值偏离”到“均值回归”：新中国７０年生产率增长的相对位次变化
图１－图３给出了新中国７０年生产率增长相对位次的变化。一方面，考虑到表１所给出的投入要

素、产出指标的计算主要依据实际值，有可能难以避免价格指数的测度误差对生产率指标的潜在影响，
我们采用当期价格计算的人均名义ＧＤＰ的比值作为劳动生产率相对位次的衡量指标，用以测算中国劳
动生产率相对于世界平均、中高等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等不同组别经济体的长时段变化情况。另一方
面，考虑到表１使用索罗余值计算的ＴＦＰ存在负值，难以进行相对占比的时序比较，本部分我们采用

ＬＰ算法测算的全要素生产率作为代理指标（Ｌｅｖｉｎｓｏｈｎ　ａｎｄ　Ｐｅｔｒｉｎ，２０００；鲁晓东、连玉君，２０１２；龚关、
胡关亮，２０１３；杨汝岱，２０１５；李唐等，２０１８），用上述分值的比值进行全要素生产率相对位次的时序统计。

图１　中国劳动生产率相对水平的跨国比较

（１９６０－２０１７年）

图２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相对水平的跨国比较

（１９６０－２０１７年）

　　通过对新中国７０年生产率增长相对位次的统计分析，我们从中有如下四个方面的重要发现：
第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１９５２－１９７８年），中国生产率的相对位次处于“均值偏

离”的发展阶段。一方面，以人均 ＧＤＰ名义值作为劳动生产率的代理指标，在跨国面板的期初阶段
（１９６０年），中国经济的劳动生产率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１９．８％、中高等收入国家的５２．６％和高收入
国家的６．４％；同一时期，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相当于中高等收入国家的１１．６％和技术前沿国家的

３．６％；上述指标表明，截至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处于较低水平，其中全要素生产率
差距较劳动生产率差距更为明显。上述数据表明，技术水平落后、资源配置效率不高是造成新中国初期
生产率较为落后的原因，中国经济的生产率增长需要大规模的外生技术引进与资源配置优化（代谦、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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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中、美、印三国全要素生产率相对水平的统计分析

（１９６０－２０１７年）

唐，２００９；Ｂｒａｎｄｔ，Ｍａ　ａｎｄ　Ｒａｗｓｋｉ，２０１４）。另一方
面，截至１９７８年，中国经济的劳动生产率相当于
世界平均水平的 ７．８％、中高等收入国家的

２２．４％和高收入国家的２．１％；同一时期，中国经
济的全要素生产率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

６．４％、中高等收入国家的８．０％、高收入国家的

３．９％和技术前沿国家的２．１％。上述数据表明，
新中国成立初期３０年，中国生产率的相对位次呈
现较为明显的“均值偏离”趋势，即生产率相对位
次趋于下降。考虑到这一时期中国也通过“一边
倒”战略、“四三方案”等举措向苏联为首的社会主
义阵营、西欧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积极引进经济发展亟需的先进技术①，造成生产率相对位次下降的主要
原因是资源配置效率不高。具体而言，由于赶超型发展战略未考虑到“人口红利”的比较优势，重工业优
先与政府主导的产业结构变迁、计划经济模式对市场主体积极性的抑制，造成了中国经济的资源配置长
期未能得到优化，使生产率增长相对世界水平的差距逐渐拉大。

第二，改革开放至党的十四大之前（１９７８－１９９２年），中国生产率的相对位次得到初步提升。一方
面，以人均ＧＤＰ名义值的相对变化作为代理指标，中国劳动生产率相对中高等收入国家的比值从１９７８
年的２２．４％上升到１９９２年的２８．７％；以全要素生产率相对变化作为代理指标，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占世
界平均水平的比重从１９７８年的６．４％增长到１９９２年的２８．６％，而其占中高等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和
技术前沿国家的比值则分别从１９７８年的８％、３．９％和２．１％增长到１９９２年的３８．２％、１６％和８．５％。
另一方面，以人均ＧＤＰ名义值的相对变化作为代理指标，这一时期中国劳动生产率相对位次的提升较
为有限，其相对世界平均水平的比重从１９７８年的７．８％小幅增长至１９９２年的７．９％，而其相对高收入
国家平均水平的比值则从１９７８年的２．１％下降到１９９２年的１．８％。总体而言，由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
责任制、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等政策措施，中国经济在“有计划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框架下一定程度
调动了城乡市场主体积极性，并开始积极运用中国“人口红利”的比较优势发展乡镇企业，农、轻、重的比
例关系趋于协调，资源配置效率优化是这一时期生产率相对位次提高的重要原因。值得注意的是，由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未确立，这一时期的改革主要仍是在传统计划经济模式下逐渐加入商品经济
因素，对市场主体积极性的调动作用较为有限，这体现在中国生产率相对位次提升程度有限，仍在低收
入国家分组长期徘徊。

第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中国生产率增长的“均值回归”趋势明显加速。第一阶段，从

１９９２－２００１年，中国劳动生产率占世界平均水平、中高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的比值分别从７．９％、

２８．７％和１．８％增长到２００１年的１９．５％、５５．５％和４．３％，中国劳动生产率的相对位次已较为接近新中
国成立初期水平。这一时期，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占世界平均水平、中高等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和技术
前沿国家的比值分别从１９９２年的２８．６％、３８．２％、１６％和８．５％增长到２００１年的５０．３％、６４．２％、

２６．５％和１３．７％，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度高达５０．３％。这表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
确立市场经济体制、国有企业改革等政策，在更大程度上激发了市场主体积极性，资源配置效率通过外
生技术引进、产业结构调整获得了较大优化。第二阶段，从２００１－２０１２年，中国劳动生产率占世界平均
水平、中高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的比值分别从１９．５％、５５．５％和４．３％进一步提高至５９．９％、

７９．７％和１５．５％，中国经济不仅相继完成从低收入国家向中低等收入国家、中高等收入国家的跨越，并
且在中高等收入国家序列中位居中上游水平。与之相似，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占世界平均水平、中高等收
入国家、高收入国家和技术前沿国家的比重分别从２００１年的５０．３％、６４．２％、２６．５％和１３．７％提高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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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一时期的技术引进，主要涵盖大型炼焦、钢铁、化肥、化纤、石油化工产品成套生产设备、综合采煤设备、电站设备和一米七轧
机等机器设备。



２０１２年的７８．９％、８７．４％、３８．３％和１９．５％，中国经济加入 ＷＴＯ之后通过技术引进、市场竞争程度提
高进一步促进了资源配置效率优化，生产率追赶效应更趋显著，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
贡献度仍然高达２７．４％。值得注意的是，与新中国成立初期指标相比，中国经济的生产率位次于２００７
年全面超越历史最好水平，这表明：中国经济的生产率已基本完成从“均值偏离”到“均值回归”的结构转
型。

第四，２０１３年以来，中国经济生产率已达到中高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数据表明，２０１２－２０１７年，

中国生产率已向中高等收入国家收敛。一方面，中国劳动生产率占世界平均水平、中高等收入国家、高
收入国家的比值分别从２０１２年的５９．９％、７９．７％和１５．５％提高到２０１７年的８２．１％、１０２．５％和

２１．３％，中国经济的劳动生产率较中高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已偏高２．５％。另一方面，中国全要素生产
率占世界平均水平、中高等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和技术前沿国家的比重分别从２０１２年的７８．９％、

８７．４％、３８．３％和１９．５％提高到２０１７年的９３．８％、９６．６％、４３．５％和２１．９％，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
仅较中高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偏低约３．４％。随着中国经济生产率已趋向中高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
平，这一时期资源配置效率优化对生产率增长的边际作用明显下降，自主创新对生产率增长的作用更趋
重要。较近的新增长理论研究认为，随着发展中经济体与世界前沿技术水平的不断收敛，经济追赶造成
外生技术吸收的边际成本逐渐提高，而技术吸收的边际收益则趋于下降；与此同时，随着经济追赶的推
进，内生技术创新的边际成本趋于下降，而技术创新的边际收益逐渐提高。因此，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对于工业化中后期的发展中经济体而言，最优的追赶策略应该从技术模仿转向技术创新（Ｂｅｎｈａｂｉｂ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考虑到中国人均ＧＤＰ已迈进中高等收入国家水平，增长模式应进一步从要素增长转向全
要素生产率增长。数据表明，２０１２－２０１７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度为５１％，较
前一阶段（２００１－２０１２年）高出８６％，这表明中国经济的生产率增长正在从资源配置效率优化逐渐转向
自主创新驱动。

最后，图３给出了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相对于印度、美国两个代表性经济体的长时段变化。由图可
知，新中国成立以来７０年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相对两国的比值均具有较为相似的波动趋势。一方面，

对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前３０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存在较为显著的“均值偏离”趋势，全要素生产率
相对印度、美国的比值分别从期初的１７．５％、４．４％下降到１９７８年的１３．４％、２．５％。另一方面，对于改
革开放以来，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呈现显著的“均值回归”趋势，其相对印度、美国的比值分别从１９７８
年的１３．４％、２．５％提高到２０１７年的２４９．５％、３６．２％。考虑到中、印两国具有相似的经济发展条件与
“人口红利”优势，中国全要素生产率从不到印度的１５％提高到接近印度的２．５倍，这表明随着改革开
放对市场主体积极性的充分释放，资源配置优化已使得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得到了充分提高。考虑到中
国全要素生产率已接近技术前沿美国４０％的事实，外生技术引进、模仿对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
边际作用已趋于下降，中国未来的生产率增长已从主要依靠资源配置优化转向自主创新。

（三）从“大起大落”到“平衡增长”：新中国７０年生产率增速的跨国比较
表２－表３给出了新中国７０年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跨国比较。从中我们发现，新中国

成立以来７０年间，中国经济的生产率增速经历了从前期的“大起大落”向后期“平衡增长”的转型过程。

具体而言，我们有如下三个方面的重要发现：

第一，对于大部分时段而言，中国经济生产率增速的平均值均显著高于对照组经济体。统计发现，

除１９６０－１９６５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速的平均值为负数（－０．５％、－１．２％）外，大
部分时段中国经济生产率增速均显著高于低收入国家、中低等收入国家、中高等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
和世界平均等对照组的相应数值。举例而言，即使对于政治波动较为剧烈的“文化大革命”十年（１９６６－
１９７６年）而言，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速的平均值仍处于３．５％～４％之间，这一增速较同期低收入国
家２％～２．３％的平均增速显著偏高，也高于高收入国家（２．４～４％）、世界平均（２．８％～３．１％）的增速
水平。考虑到中国经济的赶超型增长特征，建国以来７０年间中国生产率增速一直保持较高水平。

第二，新中国成立初期前３０年生产率增速的“大起大落”是造成这一时期中国生产率位次不断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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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原因。统计分析发现，以劳动生产率增速为例，新中国成立初期至１９７８年，中国经济的生产率增
速呈现出多次的“大起大落”，既有１９５３年（１３．１％）、１９５６年（１２．７％）、１９５８年（１８．３％）这样的高速增
长，也有随之而来１９５４年（１．８％）、１９５７年（２．４％）和１９５９年（６．７％）这样增速的断崖式下跌，更有诸
如１９６１年（－２６．５％）、１９６２年（－６．４％）、１９６７年（－８．２％）和１９６８年（－６．６％）这样的负增长。这就
造成，对于新中国成立初期３０年而言，中国生产率增速的标准差远远大于对照组经济体。举例而言，对
于１９６５－１９７０年而言，这一时期中国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速的平均值为４％，其较同期中低等收入国家
年均增速的平均值（２．３％）高出１．７个百分点。但是，这一时期中国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速的标准差为

０．１１，其较中低等收入国家的年均增速标准差（０．０３）高出近３倍。这表现为，同期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速
呈现出更为剧烈的波动，既有１６．１％的高速增长阶段，也有１９６７－１９６８年连续两年的大幅度负增长
（－８．２％～－６．６％）。因此，生产率增速的“大起大落”造成中国实际生产率增长较为有限，新中国成立
初期前３０年，中国劳动生产率实际年均增速仅为４％左右，远低于改革开放以后年均８．５％的增速，这
就造成新中国成立初期３０年中国生产率位次的不断下降。

第三，改革开放以来４０年的“平衡增长”是造成这一时期中国生产率位次不断跃升的重要原因。统
计分析发现，以劳动生产率增速为例，改革开放以后的４０年间，中国经济的生产率增速较为平稳，年均
增速的标准差不断下降。具体而言，在改革开放初期（１９８０－１９８５年），中国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速的标
准差为０．０４，而到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中国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速的标准差下降为０．０１。标准差下降的背
后，体现了中国生产率的高速、平稳增长的基本特征。统计表明，对于改革开放以来的４０年间，中国劳
动生产率年均增速从未出现过负增长；并且，除１９８９年和１９９０年劳动生产率增速偏低外（２．６％和

２．４％），对于大部分年份而言，劳动生产率增速均稳定于６．５％以上的中高速区间，部分年份如１９９２－
１９９４年、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甚至出现连续３年的二位数增长。对于全要素生产率而言，改革开放以后４０年
间，年均增速标准差多处于０．０１－０．０２的较低区间；并且，自１９８０年以后的大部分年份，全要素生产率
增速（ＴＦＰＧ）均保持在３．５％以上的中高速区间，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甚至处于５．７％的高速
增长水平。正是由于改革开放以来４０年间生产率的中高速“平衡增长”，我国的生产率水平逐渐摆脱低
收入国家的“低水平均衡陷阱”，逐渐向中高等收入国家收敛；这体现这一时期中国生产率位次的不断跃
升。

总体而言，生产率增速的长时段跨国分析表明，中国经济的生产率从“大起大落”的震荡型增长模式
转向中高速平衡增长模式，这推动了中国生产率位次从“均值偏离”向“均值回归”的历史转型。

表２　中国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增速（１９５２－２０１７年）

中国 低收入国家 中低等收入国家中高等收入国家 高收入国家 世界平均

Ｍｅａｎ
（ｓ．ｄ．） Ｏｂｓ． Ｍｅａｎ

（ｓ．ｄ．） Ｏｂｓ． Ｍｅａｎ
（ｓ．ｄ．） Ｏｂｓ． Ｍｅａｎ

（ｓ．ｄ．） Ｏｂｓ． Ｍｅａｎ
（ｓ．ｄ．） Ｏｂｓ． Ｍｅａｎ

（ｓ．ｄ．） Ｏｂｓ．

１９５２－１９６０年 ７．２％
（０．０７） ９

１９６０－１９６５年 －０．５％
（０．１６） ６ １．６％

（０．０２） ６ ３．５％
（０．０２） ６ ４．２％

（０．０１） ６ ３．６％
（０．０１） ６

１９６５－１９７０年 ４．０％
（０．１１） ６ ２．３％

（０．０３） ６ ４．３％
（０．０１） ６ ４．０％

（０．０１） ６ ３．１％
（０．０１） ６

１９７０－１９７５年 ３．５％
（０．０６） ６ ２．０％

（０．０２） ６ ４．７％
（０．０１） ６ ２．４％

（０．０２） ６ １．８％
（０．０２） ６

１９７５－１９８０年 ５．１％
（０．０４） ６ ２．３％

（０．０２） ６ ２．７％
（０．０２） ６ ２．９％

（０．０２） ６ ２．０％
（０．０２） ６

１９８０－１９８５年 ９．１％
（０．０４） ６ －０．８％

（０．０１） ４ ０．５％
（０．０１） ６ １．４％

（０．０２） ６ １．７％
（０．０２） ６ ０．８％

（０．０１） ６

１９８５－１９９０年 ６．３％
（０．０４） ６ －０．２％

（０．０１） ６ ２．１％
（０．０１） ６ １．６％

（０．０１） ６ ２．９％
（０．０１） ６ １．９％

（０．０１）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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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续　中国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增速（１９５２－２０１７年）

中国 低收入国家 中低等收入国家中高等收入国家 高收入国家 世界平均

Ｍｅａｎ
（ｓ．ｄ．） Ｏｂｓ． Ｍｅａｎ

（ｓ．ｄ．） Ｏｂｓ． Ｍｅａｎ
（ｓ．ｄ．） Ｏｂｓ． Ｍｅａｎ

（ｓ．ｄ．） Ｏｂｓ． Ｍｅａｎ
（ｓ．ｄ．） Ｏｂｓ． Ｍｅａｎ

（ｓ．ｄ．） Ｏｂｓ．

１９９０－１９９５年 １０．９％
（０．０４） ６ －２．６％

（０．０２） ６ ０．５％
（０．０１） ６ ０．６％

（０．０１） ６ １．４％
（０．０１） ６ ０．６％

（０．０１） ６

１９９５－２０００年 ７．６％
（０．０１） ６ ０．７％

（０．０１） ６ ２．０％
（０．０２） ６ ３．１％

（０．０１） ６ ２．６％
（０．０１） ６ ２．０％

（０．０１） ６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 ９．１％
（０．０１） ６ １．４％

（０．０２） ６ ４．１％
（０．０１） ６ ４．８％

（０．０２） ６ １．５％
（０．０１） ６ １．７％

（０．０１） ６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 １０．７％
（０．０２） ６ ２．８％

（０．０１） ６ ４．５％
（０．０１） ６ ５．６％

（０．０３） ６ ０．３％
（０．０３） ６ １．３％

（０．０２） ６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 ７．３％
（０．０１） ６ ２．４％

（０．０１） ６ ３．９％
（０．０１） ６ ４．０％

（０．０１） ６ １．２％
（０．０１） ６ １．６％

（０．０１） ６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 ６．２％
（０．００） ３ １．５％

（０．０１） ３ ４．１％
（０．００） ３ ３．６％

（０．０１） ３ １．４％
（０．００） ３ １．７％

（０．００） ３

　　注：人均ＧＤＰ根据《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世界银行数据库进行整理，并调整为２０１７年不变价格美元计价。劳动生产率增
速根据人均ＧＤＰ对数值的一阶差分进行计算。

表３　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１９６０－２０１７年）

中国 低收入国家 中低等收入国家中高等收入国家 高收入国家 世界平均

Ｍｅａｎ
（ｓ．ｄ．） Ｏｂｓ． Ｍｅａｎ

（ｓ．ｄ．） Ｏｂｓ． Ｍｅａｎ
（ｓ．ｄ．） Ｏｂｓ． Ｍｅａｎ

（ｓ．ｄ．） Ｏｂｓ． Ｍｅａｎ
（ｓ．ｄ．） Ｏｂｓ． Ｍｅａｎ

（ｓ．ｄ．） Ｏｂｓ．

１９６０－１９６５年 －１．２％
（０．２４） ５ －４．３％

（０．２１） ５ －０．２％
（０．１０） ５

１９６５－１９７０年 ２．１％
（０．０６） ６ １．１％

（０．０２） ６ １．４％
（０．０２） ６ －４．４％

（０．１１） ４

１９７０－１９７５年 １．４％
（０．０３） ６ －０．１％

（０．０１） ６ １．５％
（０．０２） ６ －３．２％

（０．１０） ５ ０．０％
（０．０２） ６

１９７５－１９８０年 ２．３％
（０．０３） ６ ０．１％

（０．０２） ６ ０．８％
（０．０２） ６ １．５％

（０．０２） ６ ０．８％
（０．０２） ６

１９８０－１９８５年 ４．６％
（０．０２） ６ ０．３％

（０．０３） ６ ０．８％
（０．０１） ６ １．２％

（０．０１） ６ ０．６％
（０．０１） ６

１９８５－１９９０年 ３．５％
（０．０２） ６ ０．８％

（０．０２） ６ ０．３％
（０．０１） ６ １．６％

（０．００） ６ ０．７％
（０．００） ６

１９９０－１９９５年 ５．７％
（０．０２） ６ －１．６％

（０．３１） ６ －０．１％
（０．０１） ６ ０．３％

（０．０２） ６ １．５％
（０．０１） ６ ０．６％

（０．００） ６

１９９５－２０００年 ５．７％
（０．０１） ６ １．２％

（０．０１） ６ １．４％
（０．０２） ６ ２．７％

（０．０１） ６ １．３％
（０．００） ６ １．２％

（０．００） ６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 ３．９％
（０．０１） ６ ０．２％

（０．０１） ６ １．４％
（０．０１） ６ １．８％

（０．０１） ６ １．３％
（０．０１） ６ ０．８％

（０．０１） ６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 ５．７％
（０．０２） ６ ０．５％

（０．０１） ６ １．９％
（０．０１） ６ ２．８％

（０．０２） ６ ０．９％
（０．０２） ６ ０．９％

（０．０２） ６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 ４．８％
（０．００） ６ －０．３％

（０．０２） ６ ２．９％
（０．０１） ６ ２．９％

（０．０１） ６ １．２％
（０．０２） ６ １．３％

（０．０１） ６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 ５．２％
（０．００） ３ ０．８％

（０．０１） ３ ２．８％
（０．００） ３ ３．２％

（０．０１） ３ １．０％
（０．００） ３ １．３％

（０．００） ３

　　注：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根据公式（３）进行计算，劳动收入占比、资本收入占比分别取０．６５和０．３５。

四、从“低水平均衡”到“高质量发展”：中国生产率增长的地区变化

运用《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的分省数据，本部分构建了涵盖３１个省级行政
单位的面板数据，并就新中国７０年生产率增长的地区变化进行了长时段的统计分析。省级面板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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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新中国７０年以来，中国东、中和西部地区的生产率增长呈现出一定差异。整体而言，中国生产率增
长的地区变化经历了从“低水平均衡”到“高质量发展”的变化过程。

（一）东、中、西部地区生产率增长的时序分析
表４给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东、中和西部地区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的长时段变化，研究

表明：从１９５２－２０１７年的近７０年间，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生产率增长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具体有如
下三个方面的重要发现：

第一，新中国成立初期（１９５２－１９５７年），中国东、中和西部地区的生产率差距不大，整体处在“低水
平均衡”之中。一方面，对于劳动生产率而言，１９５２年东部地区以２０１７年不变价格人民币衡量的人均
ＧＤＰ为７５１元，其较中部地区的相应指标（７８９元）偏低４．８％，仅较同期西部地区（６０３元）偏高
２４．６％。对于全要素生产率而言，１９５２年东部地区以索罗余值计算的ＴＦＰ平均值为１．５３，其较中部地
区（１．３３）仅偏高１５．７％，与西部地区的相应指标（１．５２）则基本趋同。这表明，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东、
中和西部地区的生产率基本处于相似的较低水平，东部地区的生产率优势并不明显。另一方面，到“一
五”计划完成的１９５７年，东、中和西部地区生产率在整体处于“低水平均衡”的前提下，开始出现一定程
度分化；并且，全要素生产率的地区差距较劳动生产率而言更为明显。数据表明，对于劳动生产率而言，

１９５７年东部地区的人均实际ＧＤＰ为１，２３３元，其不仅从占中部地区的９５．２％增长到较中部地区（１，

０１０元）偏高２２．１％，也从较西部地区偏高２４．６％增长到较西部地区（８７１元）偏高４１．４％。对于全要素
生产率而言，１９５７年东部地区的ＴＦＰ为０．４８，这一数值分别是中、西部地区（０．１１和０．２０）的４．２倍和
２．４倍。考虑到这一时期不同地区劳动生产率较快增长、全要素生产率出现较大程度下降的经济事实，
我们认为：由于“一五”计划时期政府主导型的产业结构变迁，资本、劳动力并未向最具比较优势的行业、
地区进行倾斜，因而中国经济呈现出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发展趋势，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主要可视作要素
驱动型增长。尽管资源配置效率不高，但东部地区凭借自身较好的开放基础与产业结构，全要素生产率
所受冲击相对较少，劳动生产率呈现相对更高的增长。

第二，“大跃进”运动至改革开放前（１９５８－１９７８年），中国东、中和西部地区生产率增长仍未摆脱“低水
平均衡”，但地区差距则从前期收敛开始逐渐拉大。一方面，由于受到“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等急于求
成、理想主义发展战略的影响，中国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１９５９－１９６１年）的生产率剧烈冲击，劳动生产
率分别在１９６１年、１９６２年下降３５．２％和６．１％，而全要素生产率也分别在上述两年下降３６．６％和６．９％。
分地区来看，这一时期东部地区生产率所受冲击最为严重，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在１９６１年、１９６２年
分别呈现出２５．２％、２５．７％的负增长，而中、西部地区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的同期降幅分别为
１９．６％和１７．５％（２１．９％和１８．４％）。由于相对降幅偏大，东、中和西部地区的生产率差距在这一时期趋于
下降，东部地区劳动生产率从１９５７年较中（西）部地区偏高２２．１％（４１．４％）降为１９６２年的偏高２１．２％
（２７．７％）。这表明，由于东部地区受到更为严重的冲击，东、中和西部地区的生产率差距趋于收敛。另一方
面，自国民经济恢复与调整时期（１９６１－１９６５年）以来，东、中和西部地区的生产率差距又趋于加大。这一
时期，东部地区劳动生产率从１９６２年较中部（西部）地区偏高２１．２％（２７．７％）扩大到１９７８年较中、西部地
区分别偏高８２．９％和８８．９％；对于全要素生产率而言，生产率的地区差距则更为显著：截至１９７８年，除东
部地区ＴＦＰ仍为正值（０．０５）外，中、西部地区的ＴＦＰ已均为负值（－０．３８和－０．４０）。进一步分析表明，虽
然东、中和西部地区已存在较为显著差距，但即使对于生产率较高的东部地区而言，其人均ＧＤＰ实际值直
到１９７８年仍仅为２，９１０元，相当于以２０１７年不变价格美元计价的４１６美元左右，且处于低收入国家的区
间内。这表明，总体而言，中国各地区的生产率增长仍未摆脱“低水平均衡”。考虑到这一时期全要素生产
率整体不高的特征事实，我们认为：正是由于政府主导型产业结构变迁对中、西部地区资源配置效率的更
大冲击，造成我国东部地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３０年相对于中、西部地区日益增大的生产率差距。为此，我
们必须仔细审视自“三五”（１９６６－１９７０年）、“四五”计划（１９７１－１９７５年）以来“三线建设”“以战备为纲”等
国家发展战略对经济发展质量的扭曲作用①。

·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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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２０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３５４－３６２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大事
辑要（１９４９－１９８５）》，红旗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２９７页。



第三，改革开放以来，在前期地区差距不变的前提下，中国东、中和西部地区的生产率持续中高速增
长，东部地区生产率增长的龙头作用十分明显。一方面，数据表明：对于劳动生产率而言，东部地区从

１９７８年较中、西部地区分别偏高８２．９％和８８．９％变化为２０１７年较中、西部地区分别偏高８２．３％和

９１％，生产率的地区差距并未出现显著收敛；与之相应，全要素生产率的分地区统计结果也呈现出相似
趋势。截至２０１７年，东部地区ＴＦＰ的平均值为０．４７，而中、西部地区分别仅为０．０３和０．０６，东部地区
的全要素生产率仍然具有“一马当先”的独特优势。这表明，改革开放以来，生产率增长的地区差异并未
消除，东、中和西部地区生产率增长的“俱乐部收敛”特征较为明显。另一方面，统计发现：改革开放以
来，中部地区最先实现生产率的跨越式发展，生产率增长的先导作用最为突出。具体而言，东部地区的
劳动生产率自１９９２年就突破了８，８３５元，从低收入经济体跃升至中低等收入经济体；而中、西部地区在

２０００年才达到相似的生产率水平（８，８１４和８，１５２元），东部地区跨入生产率的中低等收入经济体标准
较中、西部地区提前了８年。到２００３年，东部地区的劳动生产率达到２６，４３０元，突破中高等收入经济
体的生产率下限；而中、西部地区分别在２０１０年（２６，７３２元）、２０１１年（２７，６７８元）才跨入中高等收入经
济体水平，东部地区在完成从中低等收入经济体跨越至中高等收入经济体的时间较中、西部地区要快７
－８年。进一步地，截至２０１７年，东部地区的劳动生产率达到８７，０４９元，已突破高收入经济体的生产
率水平；与此同时，中、西部地区劳动生产率分别为４７，７５９元和４５，５７７元，仍处于中高等收入阶段。总
体而言，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生产率增长的先导作用较为明显，并在中国经济整体摆脱“低水平均
衡”、迈向“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了引领作用。平均而言：东部地区实现生产率发展阶段跨越的时间较中、
西部地区要提前７－８年。

（二）东、中、西部地区生产率相对技术前沿的位次变化
考虑到价格指数测度误差对实际生产率指标计算的影响，以及索罗余值计算的ＴＦＰ存在负值难以

进行相对数计算的局限性，本部分遵循跨国生产率相对位次分析的分析方法，采用人均名义ＧＤＰ的比
值、以ＬＰ算法测算的全要素生产率作为代理变量，分析东、中、西部生产率相对技术前沿的位次变化。
图４－图５给出了不同时期地区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相对技术前沿位次的变化情况。从中，我们
有如下三个方面的重要发现：

第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１９５２－１９８５年），东、中、西部地区相对技术前沿省
份①的生产率比值均趋于下降。数据表明，对于劳动生产率而言，东部地区相对技术前沿省份的生产率
比值从１９５２年的５８．６％下降到１９８５年的３８．０％，而中、西部地区的上述指标分别从１９５２年的

４１．１％、２８．７％下降到１９８５年的２０．４％、１９．９％；对于全要素生产率而言，东部地区相对技术前沿省份
的生产率比值从１９５２年的６１．１％下降到１９８５年的４２．９％，而中、西部地区的上述指标分别从１９５２年
的４７．７％、３６％下降到１９８５年的１５．８％、１７．６％。这表明，对于新中国成立初期３０年而言，技术前沿
的生产率增速在大部分时间内都要快于其他地区，先进技术与资源配置效率从技术前沿向其他地区的
扩散较为有限。

第二，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至２１世纪初（１９８５－２００５年），东部地区相对技术前沿位次趋于提升，而
中、西部地区生产率的相对位次仍然在低位徘徊。数据表明，对于劳动生产率而言，东部地区相对技术
前沿省份的生产率比值从１９８５年的３８．０％增长到２００５年的５０．７％，基本达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水平；
而中、西部地区的上述指标仅分别从１９８５年的２０．４％、１９．９％增长到２００５年的２２．４％和２０．７％；对于
全要素生产率而言，东部地区相对技术前沿省份的生产率比值从１９８５年的４２．９％增长到２０００年的

５９．４％，生产率相对位次接近新中国成立初期水平；而中、西部地区的上述指标仅分别从１９８５年的

１５．８％、１７．６％增长到２０００年的２８．７％和２３．８％，东部地区生产率位次提升速度显著快于中、西部地
区。这表明，改革开放前期而言，东部地区生产率整体增长较为明显，技术前沿地区的先进技术、资源配
置效率在这一时期主要向东部地区进行扩散。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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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统计表明，对于新中国７０年不同历史时期而言，北京、上海两个直辖市一直以来都分别是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的标杆地
区，即所谓的技术前沿地区。



第三，最近１０余年来，东、中和西部地区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相对技术前沿省份趋于收敛，而全要素
生产率相对技术前沿省份则趋于发散。数据表明，对于劳动生产率而言，东部地区相对技术前沿省份的
生产率比值从２００５年的５０．７％增长到２０１７年的６７．５％，而中、西部地区相对技术前沿省份的生产率
比值则分别从２００５年的２２．４％、２０．７％增长到２０１７年的３７．０％和３５．３％，三个地区生产率的相对位
次已接近或超过新中国成立初期水平①。进一步研究发现，对于全要素生产率而言，东部地区相对技术
前沿省份的生产率比值从２０００年的５９．４％下降到２０１７年的５２．３％，而中、西部地区相对技术前沿省
份的生产率比值则从２０００年的２８．７％、２３．８％下降到２０１７年的１７．５％和１９．６％。基于劳动生产率相
对技术前沿省份趋于收敛，上述数据表明：这一时期中国各地区劳动生产率增长趋于平衡，经济增长质
量较高；而考虑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相对技术前沿省份的发散趋势，上述统计分析表明：这
一时期经济发展质量的地区差距仍然明显，东部地区相对更高。

图４　中国劳动生产率相对水平的地区比较

（１９５２－２０１７年）

图５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相对水平的地区比较

（１９５２－２０１７年）

表４　东、中、西部地区生产效率的变化情况（１９５２－２０１７年）

全国平均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Ｍｅａｎ
（ｓ．ｄ．） Ｏｂｓ． Ｍｅａｎ

（ｓ．ｄ．） Ｏｂｓ． Ｍｅａｎ
（ｓ．ｄ．） Ｏｂｓ． Ｍｅａｎ

（ｓ．ｄ．） Ｏｂｓ．

１．１９５２－１９５５年

人均ＧＤＰ ８０５
（３３３．８） １２０ ９２９

（４４０．０） ４０ ８３０
（２２１．４） ３２ ６８５

（２４６．６） ４８

全要素生产率 ０．９５
（０．５４） １１９ １．０５

（０．５１） ４０ ０．７３
（０．４７） ３２ １．００

（０．５８） ４７

２．１９５６－１９６０年

人均ＧＤＰ １，１９１
（６６０．６） １５０ １，４６８

（９６９．２） ５０ １，１２６
（３２７．３） ４０ １，００３

（３８４．０） ６０

全要素生产率 ０．１５
（０．３９） １５０ ０．３６

（０．４２） ５０ ０．０１
（０．２２） ４０ ０．３６

（０．４２） ６０

３．１９６１－１９６５年

人均ＧＤＰ ９９２
（４７４．０） １５０ １，１６５

（６６４．１） ５０ ９１７
（２２１．３） ４０ ９００

（３６１．８） ６０

全要素生产率 －０．４５
（０．３５） １５０ －０．２８

（０．３９） ５０ －０．５７
（０．２３） ４０ －０．５２

（０．３４） ６０

４．１９６６－１９７０年

人均ＧＤＰ １，２２６
（７０６．６） １５０ １，５７２

（１０６４．７） ５０ １，１２７
（２４８．５） ４０ １，００３

（３４５．７） ６０

全要素生产率 －０．３４
（０．３７） １５０ －０．０６

（０．３９） ５０ －０．３９
（０．１７） ４０ －０．５４

（０．３１） ６０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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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对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１９５２年，东、中、西部地区的劳动生产率相对技术前沿地区的比值分别为５８．６％、４１．１％和２８．７％。



表４－续　东、中、西部地区生产效率的变化情况（１９５２－２０１７年）
全国平均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Ｍｅａｎ
（ｓ．ｄ．） Ｏｂｓ． Ｍｅａｎ

（ｓ．ｄ．） Ｏｂｓ． Ｍｅａｎ
（ｓ．ｄ．） Ｏｂｓ． Ｍｅａｎ

（ｓ．ｄ．） Ｏｂｓ．

５．１９７１－１９７５年

人均ＧＤＰ １，６０６
（１１３２．２） １５０ ２，２８５

（１７１５．４） ５０ １，３２５
（２３９．５） ４０ １，２２７

（４０５．２） ６０

全要素生产率 －０．２８
（０．４１） １５０ ０．０７

（０．４１） ５０ －０．３９
（０．１６） ４０ －０．５０

（０．３１） ６０

６．１９７６－１９８０年

人均ＧＤＰ ２，０２６
（１５５３．９） １５３ ２，９４０

（２３２３．７） ５３ １，５７４
（３５５．８） ４０ １，５２１

（４７９．２）
６０

全要素生产率 －０．２６
（０．３６） １５３ ０．０４

（０．３８） ５３ －０．３９
（０．１７） ４０ －０．４３

（０．２５） ６０

７．１９８１－１９８５年

人均ＧＤＰ ２，９７３
（２１６９．２） １５５ ４，２６１

（３１７６．５） ５５ ２，３０８
（５０１．３） ４０ ２，２３６

（６９５．８）
６０

全要素生产率 －０．１６
（０．２９） １５５ ０．０４

（０．３３） ５５ －０．２７
（０．１０） ４０ －０．２８

（０．２２） ６０

８．１９８６－１９９０年

人均ＧＤＰ ４，３９２
（２９８１．１） １５５ ６，３９９

（４２１１．７） ５５ ３，３５５
（５１３．１） ４０ ３，２４２

（９８０．１） ６０

全要素生产率 －０．１４
（０．２３） １５５ ０．０３

（０．２７） ５５ －０．２５
（０．０９） ４０ －０．２２

（０．１３） ６０

９．１９９１－１９９５年

人均ＧＤＰ ６，６２５
（４６０８．１） １５５ １０，２３５

（６１１９．９） ５５ ４，７１３
（８８４．２） ４０ ４，５９１

（１３３９．２） ６０

全要素生产率 －０．０５
（０．２２） １５５ ０．１４

（０．２３） ５５ －０．１８
（０．１０） ４０ －０．１５

（０．１１） ６０

１０．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年

人均ＧＤＰ １０，６８８
（７１８９．４） １５５ １６，９７２

（８９９２．５） ５５ ７，５４３
（１１６７．５） ４０ ７，０２４

（１６８３．５） ６０

全要素生产率 ０．０５
（０．２０） １５５ ０．２４

（０．２０） ５５ －０．０３
（０．０７） ４０ －０．０６

（０．１２） ６０

１１．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

人均ＧＤＰ １６，８８８
（１１３５７．６） １５５ ２６，９５７

（１３９６６．３） ５５ １１，９０８
（２２８９．９） ４０ １０，９７９

（２８０８．５） ６０

全要素生产率 ０．１４
（０．２４） １５５ ０．３８

（０．２４） ５５ ０．０６
（０．０８） ４０ －０．０１

（０．１４） ６０

１２．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

人均ＧＤＰ ２９，１３５
（１７２７６．５） １５５ ４５，２９４

（１９７００．１） ５５ ２１，３３６
（４４３３．６） ４０ １９，５２２

（５６７９．４） ６０

全要素生产率 ０．２５
（０．２７） １５５ ０．５１

（０．２６） ５５ ０．１３
（０．１１） ４０ ０．１０

（０．１４） ６０

１３．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

人均ＧＤＰ ４６，３９５
（２２２１４．６） １５５ ６７，６５２

（２３８６１．５） ５５ ３６，００７
（６１８６．２） ４０ ３３，８３５

（９３２１．４） ６０

全要素生产率 ０．２６
（０．２６） １５５ ０．５０

（０．２８） ５５ ０．１１
（０．１１） ４０ ０．１４

（０．１４） ６０

１４．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

人均ＧＤＰ ５９，０１３
（２６７００．４） ６２ ８４，５６５

（２９１６１．２） ２２ ４６，１７８
（６４９２．８） １６ ４４，１４７

（１０８２３．０） ２４

全要素生产率 ０．２０
（０．３０） ６２ ０．４７

（０．３４） ２２ ０．０３
（０．１０） １６ ０．０７

（０．１５） ２４

　　注：人均ＧＤＰ根据《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进行整理，并调整为２０１７年不变价格人民币计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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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东、中、西部地区生产率增速的时序比较
表５－表６给出了新中国７０年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地区比较。从中我们发现：新中国

建国７０年间，东部地区的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在大部分时段内均保持了相对更快的增长趋
势，其中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相对优势更为明显；东、中、西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均在建国初期
（１９５２－１９６２年）经历了较大幅度下降与文化大革命期间（１９６６－１９７６年）的多次剧烈震荡，其中东部地
区所受冲击相对较少；从长期来看，中国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标杆地区呈现出经济相对发
达东部地区、经济相对欠发达西部地区“反复交替”的发展特征，这表明对于中国经济两端而言，生产率
增速相对更快。

第一，对于大部分时段而言，中国东部地区生产率增速的平均值均显著高于对照组经济体。统计发
现，对于劳动生产率而言，除１９６０－１９６５年、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之外，东部地区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速均高于
中、西部地区。举例而言，即使对于政治波动较为剧烈的“文化大革命”十年（１９６６－１９７６年）而言，东部
地区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速的平均值仍为６．４％，较同期中部地区（４．４％）、西部地区（３．９％）分别高出２
和２．５个百分点。在改革开放以后４０年间，东部地区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速平均值为９％，较同期中部地
区（８．６％）、西部地区（８．７％）也要高出０．４和０．３个百分点。改革开放以来的４０年间，东部地区ＴＦ－
ＰＧ的平均值为４．５％，较中部地区（４．２％）、西部地区（４．４％）仍相对较高。值得注意的是，考虑到中国
人均ＧＤＰ（８，８２７美元）已于２０１７年超过中高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８６２０美元）、资源配置优化空间不
大的特征性事实，东部地区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ＴＦＰＧ的平均值仍在２％以上，而中、西部地区的相应指标已
低于２％。考虑到中国经济的赶超型增长特征，东部地区生产率增速较高的特征性事实表明：作为经济
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在新中国７０年生产率增长过程中扮演了火车头角色。

第二，中国经济的生产率增长在新中国成立初期３０年经过了多次剧烈震荡，其中东部地区所受冲
击相对较少。统计发现，新中国成立初期至１９７８年，中国经济的生产率增速呈现出多次剧烈冲击，主要
是急于求成工作方针、政府主导型产业结构跃升所造成的资源配置效率下降。例如，中国全要素生产率
增速在１９５２－１９６２年连续１０年负增长；对于劳动生产率增速而言，各省平均劳动生产率增速在１９６１
年、１９６２年更是分别遭遇－３５．２％、－６．１％的负增长，并在１９６７年（－８．４％）、１９６８年（－８．１％）、１９７４年（－
０．６％）、１９７６年（－２．２％）多次呈现负增长。进一步分析发现，对于东、中、西部地区而言，东部地区所遭
受的生产率冲击较少。以全要素生产率为例，新中国成立初期（１９５２－１９６５年）东部地区ＴＦＰＧ的平均
值为－６．５％，其较同期中部地区（－７．８％）、西部地区（－８．６％）显著偏低，这表明：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府
主导型产业结构跃升的过程中，东部地区较中、西部地区受到较少的资源配置效率冲击。结合改革开放
以来东部地区更快的生产率增速，得出，东部地区之所以率先完成“低水平均衡”的跨越，并相对中、西部
地区领先７－８年的时间相继跃入中低等收入经济体、中高等收入经济体和高收入经济体的俱乐部，这
不仅因为改革开放４０年东部地区遵循比较优势以更高速度增长，更与新中国成立初期３０年该地区生
产率所受战略、政治事件的冲击较少有关。

第三，新中国７０年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标杆地区呈现出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反复交
替”的发展特征。一方面，我们统计了不同时段劳动生产率增速最快省份变化情况，我们发现：对于

１９５２－１９６０年而言，东部地区———北京的劳动生产率增速最快，为年均２０．６％；对于１９６１－１９７０年而
言，劳动生产率增速最快省份转变为西部地区的甘肃，年均增速３．５％；浙江则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９０年
代两次作为劳动生产率增速最快省份，年均增速分别为６．９％、１３．２％；海南则属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劳动
生产率增速最快省份，年均增速为１１．２％。进入２１世纪，西部地区的内蒙古、贵州相继成为劳动生产
率增速较高省份。另一方面，通过对不同时段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最快省份的统计可以发现，北京、甘肃、

四川、云南、福建、内蒙古和重庆分别占据新中国７０年不同历史时期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最快的省份。上
述统计分析表明，新中国７０年生产率增速的标杆地区呈现出经济发达东部、经济欠发达西部“反复交
替”的发展特征，这说明中国经济生产率增长或具有如下特点：一方面，具有良好开放条件和产业基础的
东部地区实现生产率的领先增长；另一方面，在东部地区生产率实现较快增长后，其又会在劳动力、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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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能源、资源等要素具有比较优势的西部地区实现生产率的追赶式增长。“反复交替”发展特征的背
后，实际上体现了中国经济生产率的内生增长与技术扩散。

总体而言，通过对东、中和西部地区生产率增长的长时段分析可以发现，中国生产率增长的地区变
化经历了从“低水平均衡”到“高质量发展”的变化过程。其中，发展基础较好的东部地区率先实现了从低
收入经济体向高收入经济体的跨越；并且，东部地区生产率的这种相对领先通过产业转移、技术扩散带动
了中、西部经济的生产率增长，最终实现中国经济逐渐摆脱“低水平均衡”，逐渐向“高质量发展”迈进。

图６　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速最快地区的变化情况

（１９５２－２０１７年）

资料来源：根据《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中国统计年鉴》进行整理。

图７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最快地区的变化情况

（１９５２－２０１７年）

资料来源：根据《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中国统计年鉴》进行整理

表５　东、中、西部地区劳动生产率增速的变化情况（１９５２－２０１７年）

全国平均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Ｍｅａｎ
（ｓ．ｄ．） Ｏｂｓ． Ｍｅａｎ

（ｓ．ｄ．） Ｏｂｓ． Ｍｅａｎ
（ｓ．ｄ．） Ｏｂｓ． Ｍｅａｎ

（ｓ．ｄ．） Ｏｂｓ．

１９５２－１９５５年 ６．９％
（０．１１） ９０ ８．３％

（０．１６） ３０ ４．１％
（０．０８） ２４ ７．５％

（０．０８） ３６

１９５５－１９６０年 ７．２％
（０．１０） １８０ ８．２％

（０．１０） ６０ ６．７％
（０．１０） ４８ ６．８％

（０．１１） ７２

１９６０－１９６５年 －１．７％
（０．１９） １８０ －２．６％

（０．２１） ６０ －２．０％
（０．１９） ４８ －０．７％

（０．１７） ７２

１９６５－１９７０年 ４．５％
（０．１２） １８０ ６．６％

（０．１２） ６０ ４．６％
（０．１０） ４８ ２．７％

（０．１４） ７２

１９７０－１９７５年 ５．２％
（０．０８） １８０ ６．２％

（０．０８） ６０ ４．１％
（０．０７） ４８ ５．１％

（０．０８） ７２

１９７５－１９８０年 ６．３％
（０．０７） １８２ ７．０％

（０．０６） ６２ ５．４％
（０．０６） ４８ ６．３％

（０．０７） ７２

１９８０－１９８５年 ８．９％
（０．０５） １８６ ９．７％

（０．０５） ６６ ８．４％
（０．０５） ４８ ８．５％

（０．０６） ７２

１９８５－１９９０年 ６．５％
（０．０４） １８６ ７．３％

（０．０５） ６６ ５．９％
（０．０４） ４８ ６．２％

（０．０４） ７２

１９９０－１９９５年 ９．２％
（０．０５） １８６ １１．４％

（０．０６） ６６ ８．０％
（０．０４） ４８ ８．１％

（０．０４） ７２

１９９５－２０００年 ８．７％
（０．０２） １８６ ９．１％

（０．０２） ６６ ８．９％
（０．０２） ４８ ８．２％

（０．０２） ７２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 ９．８％
（０．０２） １８６ ９．９％

（０．０２） ６６ ９．９％
（０．０２） ４８ ９．７％

（０．０２） ７２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 １１．３％
（０．０２） １８６ １０．４％

（０．０２） ６６ １１．９％
（０．０２） ４８ １１．６％

（０．０２） ７２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 ９．２％
（０．０３） １８６ ７．９％

（０．０２） ６６ ９．５％
（０．０３） ４８ １０．２％

（０．０２） ７２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 ６．６％
（０．０２） ９３ ６．０％

（０．０２） ３３ ６．８％
（０．０１） ２４ ７．１％

（０．０１） ３６

　　注：人均ＧＤＰ根据《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进行整理，并调整为２０１７年不变价格人民币计价。劳动生产率增
速根据人均ＧＤＰ对数值的一阶差分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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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东、中、西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变化情况（１９５２－２０１７年）

全国平均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Ｍｅａｎ
（ｓ．ｄ．） Ｏｂｓ． Ｍｅａｎ

（ｓ．ｄ．） Ｏｂｓ． Ｍｅａｎ
（ｓ．ｄ．） Ｏｂｓ． Ｍｅａｎ

（ｓ．ｄ．） Ｏｂｓ．

１９５２－１９５５年 －１４．６％
（０．１２） ８９ －１１．８％

（０．１１） ３０ －１６．６％
（０．１３） ２４ －１５．５％

（０．１２） ３５

１９５５－１９６０年 －４．７％
（０．１１） １８０ －３．１％

（０．０９） ６０ －３．０％
（０．１０） ４８ －７．２％

（０．１２） ７２

１９６０－１９６５年 －３．８％
（０．１９） １８０ －４．６％

（０．２１） ６０ －３．９％
（０．１９） ４８ －３．０％

（０．１７） ７２

１９６５－１９７０年 ３．５％
（０．１１） １８０ ６．０％

（０．１１） ６０ ４．０％
（０．０９） ４８ １．０％

（０．１３） ７２

１９７０－１９７５年 ３．１％
（０．０７） １８０ ３．４％

（０．０９） ６０ ２．１％
（０．０７） ４８ ３．５％

（０．０７） ７２

１９７５－１９８０年 ３．９％
（０．０６） １８２ ３．５％

（０．０６） ６２ ３．６％
（０．０６） ４８ ４．４％

（０．０７） ７２

１９８０－１９８５年 ５．０％
（０．０５） １８６ ４．５％

（０．０５） ６６ ４．８％
（０．０５） ４８ ５．７％

（０．０５） ７２

１９８５－１９９０年 ２．７％
（０．０４） １８６ ２．７％

（０．０４） ６６ ２．３％
（０．０３） ４８ ２．９％

（０．０４） ７２

１９９０－１９９５年 ５．４％
（０．０４） １８６ ６．７％

（０．０５） ６６ ４．９％
（０．０３） ４８ ４．７％

（０．０３） ７２

１９９５－２０００年 ４．７％
（０．０２） １８６ ４．９％

（０．０２） ６６ ５．２％
（０．０２） ４８ ４．２％

（０．０２） ７２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 ５．６％
（０．０２） １８６ ６．２％

（０．０２） ６６ ５．４％
（０．０１） ４８ ５．１％

（０．０２） ７２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 ５．８％
（０．０３） １８６ ５．２％

（０．０５） ６６ ５．８％
（０．０２） ４８ ６．５％

（０．０２） ７２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 ３．８％
（０．０２） １８６ ３．４％

（０．０２） ６６ ３．５％
（０．０２） ４８ ４．３％

（０．０２） ７２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 ２．０％
（０．０１） ９３ ２．２％

（０．０２） ３３ １．８％
（０．０２） ２４ １．９％

（０．０１） ３６

　　注：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根据公式（３）进行计算。劳动收入占比、资本收入占比分别为０．６５和０．３５。

五、结论

运用《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以及世界银行数据库，本文分别构建了涵盖

２３３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面板和涵盖３１个省份的地区面板数据，就新中国７０年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

产率增长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实证研究。本文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经验事实发现：

第一，从“发散”转向“收敛”，是新中国７０年生产率增长的一个重要特征。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初期

３０年，对于以２０１７年不变价格美元人均ＧＤＰ衡量的劳动生产率而言，中国仅从１９５２年的１３２美元增

长至１９７８年的３７１美元；人均ＧＤＰ相对世界平均水平、中高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的比值，则分别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１９．８％、５２．６％和６．４％下降到１９７８年的７．８％、２２．４％和２．１％。对于全要素生

产率而言，１９５２年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相当于中高等收入国家的１１．６％和技术前沿国家的

３．６％；到１９７８年，上述比值分别降低为８．０％和２．１％。造成新中国成立初期３０年生产率增长呈现出

跨国“发散”的重要原因在于，资源配置效率不高造成生产率增长较为滞缓。由于赶超型发展战略未考

虑到“人口红利”的比较优势，重工业优先与政府主导的产业结构变迁、计划经济模式对市场主体积极性

的抑制，造成了中国经济的资源配置长期未能得到优化，使生产率增长相对世界水平的差距逐渐拉大。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４０年间，中国经济的生产率向中高等收入国家水平快速收敛。具体而言，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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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劳动生产率而言，中国相对世界平均水平、中高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的比值，分别从１９７８年的

７．８％、２２．４％和２．１％增长到２０１７年的８２．１％、１０２．５％和２１．３％，中国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分别于

１９９２年（１，０７１美元）、２００７年（４，２０１美元）从低收入国家跃入中低等收入国家和中高等收入国家，截至

目前中国经济的劳动生产率较中高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已偏高２．５％。对于全要素生产率而言，中国
相对中高等收入国家、技术前沿国家的比值，分别从１９７８年的８．０％和２．１％提高到２０１７年的９６．６％
和２１．９％，中国经济的投入－产出效率已接近世界中游水平。这一时期，家庭联产承包、城市经济体制改

革、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国企改革、加入 ＷＴＯ等一系列“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政策措施有效激发了市
场主体积极性，促进资源配置不断优化，资源配置优化对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度长期处于３０％～５０％的
水平，这表明制度改革所创造的资源配置优化是改革开放以来４０年间中国经济的生产率向中高等收入

国家快速收敛的重要原因。进一步地，考虑到中国生产率已基本达到中高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中国经
济未来要成功跨越高收入国家门槛，生产率增长应从资源配置效率优化逐渐转向自主创新驱动。

第二，跨国生产率增速比较表明，新中国７０年生产率增速经历了从前期的“大起大落”向后期“平衡
增长”的转型过程。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初期至１９７８年，中国经济的生产率增速呈现出多次的“大起大
落”，劳动生产率增速既有１９５３年（１３．１％）、１９５６年（１２．７％）、１９５８年（１８．３％）这样的高速增长，也有

随之而来１９５４年（１．８％）、１９５７年（２．４％）和１９５９年（６．７％）这样增速的断崖式下跌，更有诸如１９６１年
（－２６．５％）、１９６２年（－６．４％）、１９６７年（－８．２％）和１９６８年（－６．６％）这样的负增长。因此，生产率增
速的“大起大落”造成中国实际生产率增长较为有限，新中国成立初期前３０年，中国劳动生产率实际年

均增速仅为４％左右，远低于改革开放以后年均８．５％的增速，这就造成新中国成立初期３０年中国生产
率位次的不断下降。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４０年的“平衡增长”是造成这一时期中国生产率位次不断

跃升的重要原因。统计分析发现：以劳动生产率增速为例，改革开放以后４０年间，中国经济的生产率增
速较为平稳，年均增速的标准差不断下降。对于改革开放以来的４０年间，中国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速从
未出现过负增长；并且，除１９８９年和１９９０年劳动生产率增速偏低外（２．６％和２．４％），对于大部分年份

而言，劳动生产率增速均稳定于６．５％以上的中高速区间，部分年份如１９９２－１９９４年、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甚
至出现连续３年的二位数增长。对于全要素生产率而言，改革开放以后４０年间，年均增速标准差多处
于０．０１－０．０２的较低区间；并且，自１９８０年以后的大部分年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ＴＦＰＧ）均保持在

３．５％以上的中高速区间，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年甚至处于５．７％的高速增长水平。正是由于改
革开放以来４０年间生产率的中高速“平衡增长”，我国的生产率水平逐渐摆脱低收入国家的“低水平均
衡陷阱”，逐渐向中高等收入国家收敛；这体现这一时期中国生产率位次的不断跃升。

第三，省级面板数据表明，新中国７０年来中国生产率增长的地区变化经历了从“低水平均衡”到“高
质量发展”的变化过程。一方面，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东、中和西部地区的生产率差距不大，整体处

在“低水平均衡”之中。对于劳动生产率而言，１９５２年东部地区以２０１７年不变价格人民币衡量的人均

ＧＤＰ为７５１元，其较中部地区的相应指标（７８９元）偏低４．８％，仅较同期西部地区（６０３元）偏高

２４．６％。对于全要素生产率而言，１９５２年东部地区以索罗余值计算的ＴＦＰ平均值为１．５３，其较中部地

区（１．３３）仅偏高１５．７％，与西部地区的相应指标（１．５２）则基本趋同。上述数据表明，在新中国成立之
初，东、中和西部地区的生产率基本处于相似的较低水平，东部地区的生产率优势并不明显。另一方面，

从“一五”计划到“四五”计划，这一时期政府主导的产业结构跃升、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造成资本、劳动

力要素向当时中国经济并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地区进行配置，造成资源配置效率逐渐下降。具体而
言，从１９５２年到１９６２年，中国东、中和西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连续１０年负增长，这制约了中国

生产率向中高等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的追赶。进一步分析表明，与中、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凭借自
身较好的开放基础与产业结构，全要素生产率所受冲击相对较少，劳动生产率呈现出相对更高的增长。

基于上述原因，新中国成立初期３０年，我国各地区在整体未摆脱“低水平均衡”的前提下，东、中和西部

地区的生产率差距趋于扩大。截至１９７８年，东部地区劳动生产率较中、西部地区分别偏高８２．９％和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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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８．９％。

此外，改革开放以来４０年间，在前期地区生产率差距不变的前提下，中国东、中和西部地区的生产

率持续中高速增长，生产率增长呈现出从东部向中、西部逐渐扩散的趋势。数据表明，无论是劳动生产

率还是全要素生产率，东部地区在改革开放４０年间的先导作用较为明显，生产率增长的地区差异并未

消除。按生产率发展阶段测算，东部地区较中、西部地区提前７－８年跨入中低等收入经济体、中高等收

入经济体，东部地区的领先增长也通过产业转移、技术扩散等方式有效驱动了中、西部地区的生产率增

长。在东部地区２０１７年率先跨入高收入经济体门槛的同时，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

产率也逐渐接近中高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平衡增长的“高质量发展”效应日益显著。最后，通过对新中

国７０年不同历史阶段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标杆地区的时序分析，可发现生产率增长呈现出

东部、西部地区“反复交替”的发展特征。一方面，具有良好开放条件和产业基础的东部地区实现生产率

的领先增长；另一方面，在东部地区生产率实现较快增长后，其又会通过产业转移、技术扩散等方式在劳

动力、土地、能源、资源等要素具有比较优势的西部地区实现生产率的追赶式增长。上述数据表明，中国

经济之所以能在新中国７０年间取得生产率增长的巨大成就，与经济增长逐渐转向平衡增长的高质量发

展模式有重要关系。

由于篇幅限制，本文未能就制度因素、产业结构、创新等相关因素对不同时段生产率增长的边际效

应进行更为深入的实证分析，也未能就中国经济生产率增长的行业、企业等微观机理因素进行剖析。对

上述问题，作者将另文专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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